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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本书是笔者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论文选。为学数十年来，笔者对抗日战

争时期的历史有较广泛的涉猎。诸如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学运、社会、兵役、

战争、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卫生等均有一些文章发表。本

书未将全部论文编入，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笔者治史崇尚“才学识”

兼备之道，每为一文均图持见新异，如自觉无较重要的新问题不作为高。本论域

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主要为阐论个人见解之作，“史意”与存史并重; 另一部分主要

梳理史实，呈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进程，存史为主，“史意”次之。本书选

文依上述原则为准，主要将阐论个人见解之作收入，集中提供给读者批评。其中

一些篇目批判意味浓厚，曾引起争议，此次收入，望得到更多批评。其二，本书

所选论文篇幅较大，仅选入八篇 20余万字，已可足成一书。

本书所选的一些篇目如《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论抗战时期国民

党的政制建设》是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之作。历史哲学家科林武德说，任何

历史研究都是历史学家当时的思想 (原始思想) 与历史资料结合产生的 “次

生思想”。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成果是该时代学者的 “次生思想”，它不一定

是正确的结论，但它是时代的思想印记。当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历史

学者的认识也变化急剧。把 20多年前的一些著述收入本书，目的不在于展示

成果，而是把逝去年代本人历史认知的 “次生思想”呈现于世，给读者提供

窥探那个时期历史思想样态的一些资料。

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批评。

作 者

2018年 3月 16日

100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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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开始，一步步把中华民族逼进了民

族危机的深渊，民族主义也就愈益成为民族向心力的源泉，曾因此造成了各

种互相纷争角逐的政治力量汇合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下共赴国难的局面。在这

一背景下，众多政治家和文化人迅速把视线集中于民族主义的讨论。谈民族

主义成为一时的主流思潮。从各种不同背景的思想者的民族主义言论中，可

以看出他们希图实现的目标基本一致，皆为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思想路径亦大体同旨，均具通过复兴民族文化以加强民

族自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明确意向。但是，在如何选择民族文化复兴路径

的问题上，民族主义者各派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分歧，然差异显明的

思想路径的最终归宿又颇为趋同。

（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是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落后和不发达，而是归结为民族固有文化精神的丧失。他说 “凡是一个民

族，能够立在世界上，到几千年不被人家灭亡，这个民族一定有其立国精神

的所在”，设若 “没有民族精神”，国家必被外敌侵略甚至走上亡国之途，“陷

于不可救的绝境”。他强调指出，近代以来，由于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

响，“由个人道德的堕落，影响到全民道德的堕落，必然使国家社会所赖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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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东西———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坏”①。由于 “一般人不讲究固

有的道德，视为陈腐的东西”，“所以几十年来弄得人欲横流、（礼、义、廉、

耻）四维灭绝”，造成了 “今日禽兽般的世界”，“如此国家，当然要被外国人

侵略压迫”。② 因此，“如不赶快恢复我们固有民族性，把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

的立国精神复兴起来，而仅是注重物质”，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 “民族精神”

“完全崩坏”，就会导致 “国家民族于灭亡”。③ 蒋介石提出，要 “复兴民族”

“复兴国家”，就 “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④，“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

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⑤。他断言：只要中国人民 “绝对信赖民族文化之博

大”，“则民族精神，沛然发动，何功不立，何敌不摧”。⑥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国民党中央及一些地方当局都恢复了早已经

为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尊孔读经。⑦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提倡并号令部下尊孔读

经。他认为，“四书”是 “伦理政治与军事之基本哲学”，“如能精研力行，必

可完成御侮复兴之大业”⑧。并将 “四书、五经”规定为国军官兵的必读书，

还利用各种场合与时机，不厌其烦地为部下讲经，尤其是详尽讲解 《大学》

《中庸》，号召部下学习曾国藩等 “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以 “继承

与护卫”“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 （道统）”为己任。１９３３年和１９３４年，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３卷，浙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蒋介石：《军队教育的要旨》，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０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３卷
《讲演》，（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３卷，浙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蒋介石：《民族复兴之路———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军校京沪江苏学生训练总队总理纪念周
讲》，《蒋总统集》第１册。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３卷，浙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７页。

蒋介石：《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４０年７月７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
论总集》第３１卷 《书告》，（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８页。

近年来关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当局尊孔读经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罗玉明：《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尤小立：《“读经”讨论的思想史研究
———以１９３５年 〈教育杂志〉关于 “读经”问题的讨论为例》， 《安徽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５期；赵美
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反击尊孔读经复古逆流》，《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罗玉明、陈新
征：《蒋介石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读经运动》，《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袁咏红：《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读经”的主张和争论》，《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７期。兹不详细赘述。

蒋介石：《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蒋总统集》第１册，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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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广东的陈济棠和统治湖南的何健也相继下令粤、湘两省中小学校开设读

经课程。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期间，统治河北、察哈尔两省的西北军将领宋哲元

亦积极提倡读经，他下令设立了河北莲池讲学院，发布多个 “通令”，要求

“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垂为信条”，并在机关、部队中开展读经活动，

“特聘请前清翰林、汉学家梁式堂为省府顾问”，“为众人讲经”。讲经时，“省

府大礼堂红烛高烧，气氛肃穆，讲师高坐首席，省府各厅处局长，驻军团长

以上官长，皆环坐听讲，宋哲元本人也安坐师右，持书静听。读经遂蔚然成

风”①。在这样的尊孔读经之文化复古氛围下，１９３４年５月，南京国民政府明

定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 “通令全国恢复纪念孔子诞辰并颁布种种礼节”，

要求全国各地于８月２７日 “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典礼”，“曲阜祀孔”得有中央

特派员出席，并发布了 “重修孔庙，优待圣裔等”命令。② 同年１２月，国民

党中央又通过 “尊孔祀圣”决议，各地学校规定必须读经，以陶融青少年儿

童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社会基层领域发起 “新生活运动”。该运动以

“礼、义、廉、耻”这 “四维”作为运动的 “核心准则”，期望通过运动使全

国人民养成 “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

实实的觉悟”，③ 做到生活 “军事化” “艺术化” “生产化”。④ 对于新生活运

动，蒋介石强调其目的就是要使 “全国同胞”，都能恢复 “中华民族固有的道

德精神”⑤，以发扬民族精神，增进国民道德，“改善国民的精神生活，完成国

家的精神建设”。⑥ 时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贺衷寒则更加明确地说出了新生

活运动的反对新文化运动之立场与性质。他说，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言

“思想解放”，导致邪说 “乘机而入”，致使 “国民之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均

“陷入危机”。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就是 “纠正”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 “偏差”，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山东省乐陵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宋哲元》，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１页。
《教育杂志》第２５卷第５号，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０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第７５页。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３册，第３１２９页。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３册，第３１３１页。

蒋介石：《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
集》第３册，第３１５０页。

蒋介石：《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张其昀编：《先总统蒋公全
集》第３册，第３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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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把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把中

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① 由此可见，蒋介石等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深层

原因归结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丧失，并把复兴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本大

计，显然顺理成章。

现代新儒学的早期理论家梁漱溟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蒋介石上述意

向基本一致。在论及中国面临的险恶危机时，梁漱溟把传统文化的破坏对民

族生存地位的影响看得更为严重。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破坏中

国民族独立的一种外力，无伤其根，而近代以至五四以来，“对固有文化之厌

弃反抗”则是内部 “自觉地破坏”。而这种 “自力破坏” “是破坏力中之最强

者”，“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② 挽救中华民族必须从乡村做起，彻底恢复

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要 “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 “开

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③。贺麟也认为，“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

运，盛衰消长，是同一而不可分的”。当时争取民族复兴，不仅是 “争抗战胜

利”，更重要的是图 “民族文化的复兴”，因为 “民族复兴本质上”就是 “民

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④

对复兴传统文化以复兴民族之路，当时的钱穆怀有更热切的希望。他认

为近代以来，中国人 “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文化之崩溃”，

“直至于今”，终于弄得 “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病痛百出”；中国欲求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再受欺辱，必须 “重回头来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

值”；只要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与西方文化 “互相辉映”，就不但能使中华复

兴，且能 “使人类在惊涛骇浪中，重得靠岸”。钱穆对其所期深信不疑。在民

族遭受日本侵犯之际，不直言抗敌而不厌其烦地阐论文化复兴，他对此解释

说：“我侪在此全世界战云笼罩之际，而发心为东西之再探讨，其事虽迂，其

愿实宏。”⑤ 他欲复兴文化以复兴民族的愿望不只是真诚的，也是强烈的。

儒家文化产生在中国封闭时代，并无针对外来侵略的内容， “天下大同”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创刊号，１９３４年１０月。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２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１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１４页。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４卷，浙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１１－６２４页。

钱穆：《东西文化之再探讨》，《华西大学华文月刊》第ｌ卷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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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要从儒学经典中直接寻出民族主义的教诲是不可

能的。因此，抗战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都是借助儒家集体主义号召团

结，聚合民气，共赴国难。作为国民党当权者的蒋介石则不仅要以儒家集体

主义聚合抗日力量，还要趁国难当头、民族一致对外情绪激越之机，以传统

集体主义号令天下，取得建立高度集权统治的合理性。九一八事变后，蒋即

大声疾呼，中国当务之急是 “团结内部” “抵御外侮”。要完成这一使命，每

个人都必须 “要有成仁取义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的一切幸福”。①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更一再强调要 “打倒个人主义”， “使四万万五千万同

胞，人人……牺牲小我，舍己利群”，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只知有公，

不知有私”。他要求人们把 “国家政府的命令，作为个人自主自动的意志”，

把 “国家民族的要求”，作为 “个人自主自动的要求”。广泛灌输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思想。这与复兴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实现民族复

兴之义存在一定的逻辑错位。

（二）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逼近，中国国家主义

派的思想发生了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转化。民族主义思想暂时离开以儒家为主

流的传统文化。

１９３６年，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提出了 “新战国

时代”理论。他说，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国家的特点，在对内方面是实行法

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在对外方面，是实行民族的国家主义，以求发展；

在物质方面，是采用科学的物质文明，以求便利；在精神方面，是信仰斗争

的进化学说，以求胜利”。而建立在这些特点之上的 “近代国家之国际关系，

是各求发展，互相斗争”。这就是 “新战国时代”的国家关系。② 陈氏认为，

世界的近代就是 “新战国时代”。在新战国时代， “自然而然要重行倾向于法

家思想”，而 “最有力的思想”就是 “国家观念”“法治观念”“军国观念”和

“国家经济观念”等。因此，西方的 “法治学说，军国主义，民族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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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开幕式演说》，《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
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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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 “复盛的倾向”①。陈启天认为，这些西方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思想有

“几分相似之处”，与中国以中庸为本的儒家思想则针锋相对。他说，“滋长在

闭关的大一统帝国之内的儒家思想”，完全不符合 “新战国时代的需要”②，中

国必须 “将旧法家思想中之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

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治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形势，

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并断言 “这种新法家的理论成功之日，便是中国

得救之时”③。此时的国家主义派已经在 “新战国时代”理论之下，完全抛弃了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竭力避免中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在理论上由复兴儒

家文化走向了反儒家文化，以强烈的民族排他意向取代了民族平等相处的观念。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上述国家主义派的理

论基石上，进而演变成了 “战国策派”的政治主张。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间，林

同济、陈铨、何永佶、雷海宗等一批知识分子先后在昆明创办 《战国策》半

月刊，在重庆 《大公报》下办 《战国》副刊，形成了史称 “战国策派”或

“战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派别。战国策派较为系统地向国人译介了德国哲学

家尼采、斯宾格勒的 “超人哲学” “唯意志论” “文化形态学”等哲学思想，

他们宣传 “大战国时期”理论，宣扬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道德观和

“英雄崇拜”理论，并为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辩护。

１．“大战国时期”理论

雷海宗、林同济两人是 “战国策派”的主将，也是 “大战国时期”理论

的主要构造者和积极宣扬者。他们运用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的 “文

化形态学”④，考察中外历史上文化现象后提出，世界各国凡是 “历史上自成

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致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者，都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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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１５页。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１５页。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１２０页。
“文化形态学”，亦称为 “文明形态史观”，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 （亦译作 “施本格勒”）在其
名著 《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这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以文化作为历史研
究的单位；主张文化是具有生、长、盛、衰等阶段的有机体；世界历史不过是各文化的集体记忆；

各种文化都要遵循同样的轨道，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等等。详见 ［德］施本
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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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 ‘战国时期’”，“都各有各的战国一段落”①。他们认为，在中国古代

史上，只有 “战国时期”的中国才是最富有生气的，可惜的是，秦汉以后的

中国文化则演变成为一种 “无兵的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 “没有真正的兵，

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在这样 “无兵的文化”环境

下，中国人就再也没有斗志，精神萎靡，朝政腐败，历史亦因而成为 “静的

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

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② 从历史的

发展是循环的这一思想认识出发，林同济等人主张，现在又正是 “世界史上

的 ‘战国时代’”③。“乃是又一度 ‘战国时代’的来临！”④ 他们认为，现在

这个 “大战国时期”完全是欧洲文化发展的结果。经过 “文艺复兴、宗教改

革、地理发现、工业革命”，欧洲文化已经成为 “现代全世界文明的动力，并

且决定了现代世界史—人类第一次真正的 ‘世界史’的发展模型与方式”。这

种现代 “世界文明，是充满着所谓 ‘浮士德的精神’的”，它有 “一种无穷

的膨胀力，无穷的追求欲”。在这种现代文明之下，世界经过 “十六、十

七、十八三世纪”的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开始进入了 “战国时期”。因此，

中华民族的 “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 ‘大战国时期’

露骨表演的日子”⑤。

战国策派把中国古代史上的战国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所谓

“大战国时期”混为一谈，反复强调 “大战国时期”的时代意义就是一个

“战”字。林同济阐释说， “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

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他提出，“大战国时期”及其 “战”，主要特

点有三：

其一，“战为中心”。林同济认为， “大战国时期”所谓的 “战为中心”

者，即 “战不但要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

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和 “一切行动的大前提”。他强调，在 “大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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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社会科学》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６年７月。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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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战为中心”的形势下， “战”将成为 “社会上一切”的存在 “根据”。

“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大事情”都要随战而转移，失去 “独立发展的自主

权”；战的威力却要 “加紧地、加速地取得主动的地位”，成为 “其他一切”

决定因素。①

其二，“战成全体”。林同济指出： “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 ‘全体

化’一条路展进”，战国时代的国家必 “人人皆兵，物物成械”。“有本领随时

可作全体战，可作 ‘战国之战’”，既 “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也是民族

存在发展的 “先决条件”。在这种 “一切为战，一切皆战”的全体战的形势

下，民主问题将退居于次要位置。②

其三，“战在歼灭”。即战争的目的不是为 “胜利”，而是 “非到敌国力全

部消灭不止”。战国策派指出，战争可分为 “取胜之战”和 “消灭之战”两

种。前者最多不过是赔款割地，后者则 “不在割地，不在赔款，而在根本毁

灭对方”，③ 必须拼出个你死我活的结果，“非到敌国力全部消灭不止”，因而

也就 “无和可言”。④ 他认为，“大战国时期”的战争，就是这种以 “根本毁灭

对方”为目的的消灭战。各国都期望通过这样的歼灭战，消灭对手，以自己

为中心建立起 “全世界的 ‘大一统’”。⑤ 林同济宣称，在 “大战国时期”这

种 “根本无和”的消灭战的世界形势下， “和便是全体投降，男为臣，女为

妾”。“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躲避歼灭战的尝试”。“在这种情形下，小国弱国

没有幸存的余地，即使幸存”，也 “对当时的大政治”，“没有过问的资格，危

坐在火山边际，永远战战兢兢，到了最后一刻，人家挥刀”， “只有引颈就戮

而已”。⑥

在林同济看来， “大战国时期”，既是一个 “无情的时代，充满了杀伐残

忍之风”，“却也是伟大的时代，布遍着惊人的可能”，“惟其无情，所以伟大。

惟其伟大，所以无情”。他进而指出，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中日之战，就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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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５５页。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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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之间一场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你死我活的 “消灭战”，并且强调说：

“人类的大运所趋，竟已借手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中国人作最后的决

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既然日本对我们中国是非消灭不可，我们也就

只有坚决抗战到底，再没有别的出路， “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试图继续

过 “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他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形成了

战国时代的意识，仍 “有一辈惯为臣妾之徒，以为天地间总有侥幸可图，只

须号泣走敌廷，三跪九叩，人家即可 ‘放松’饶命。傀儡心理，文人政客鬼

胎，真贱极无聊了！”①

战国策派关于 “大战国时期”及其 “战”的这些理论言说，从一般理论

形态上看，似乎进一步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国家主义派的民族排他思想

发展成了强烈的对外扩张观念 （实质上并非如此），其间虽不乏偏颇谬误之

处，但他们说明了在当时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必须用武力彻底战胜

日本侵略者，不战就不能生存的道理，对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争取胜利的信心、斗志和勇气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战国策派在理论上持民族扩张观点，自然要进一步走向反对中国儒家文

化的途径，而提倡其所谓 “力的宇宙观”和 “力的哲学”。按照他们的解释，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②，

“一切创造只是 ‘力’的表现，活力的 ‘自成’”③。西方列强所以强盛，就在

于它们有 “力的政治”“力的文化”。处在 “大战国时期”的中国，同样也应

当需要 “力的宇宙观”及 “力的政治”“力的文化”。④ 他们阐释说，在 “大战

国时期”，国家乃是 “在战争中及为战争而存在”的。 “国与国的关系”，也

“完全变为 ‘力’与 ‘力’的关系”。国际交往之道也都是凭实力说话，“惟有

力量相等的始配谈公道，力量强大的可任作任为，力量微弱的必须听命俯

首”⑤。这种 “有力即有理”的国际形势，客观上要求中华民族放弃儒家传统

的 “唯德主义宇宙观”和 “德感主义”的道德观，改而提倡和崇奉 “力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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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林同济：《力》，《战国策》１９４０年第３期。

林同济：《力》，《战国策》１９４０年第３期
林同济：《力》，《战国策》１９４０年第３期。

何永佶：《论国力政治》，《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２卷第１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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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观”与 “力”的哲学。林同济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有着一套 “德感主义”

的政治观、历史观以及一个作为其最后根据的 “唯德主义宇宙观”。在 “唯德

主义宇宙观”的影响下，中国人 “极力恭维以 ‘德’ （服人）手段的高明”，

不仅主张 “以德感人”，并相信 “德 ‘必定’感人”，进而认为 “宇宙间一切

事物的本质都是 ‘德’的，一切事物彼此间的联系也是 ‘德’的”， “整个宇

宙的结构与运行，既然全靠 ‘德’来维持，则 ‘力’之一物，根本无地位”。①

但由于在 “大战国时期”，现实世界充满了 “非道德” “非经济”的冲动和

“无穷的追求欲”，② 中国若仍以 “唯德主义宇宙观”及儒家的 “中庸为教”，

就将失去立足的基地。如果人们的 “道德头脑太注重” “主观的价值”，则势

必 “要向 ‘反现实’的路径上走”。他批评 “儒家的德感主义就是这个反现实

的道德头脑的表现”，它 “无形中把中国的思维术永远地局限在主观价值论的

范畴里而不使踏进”“客观的科学境地”，并进而指出，这种儒家德感主义是

面临 “大战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所不需要的，因为现代世界奉行的是与 “德

感主义”完全针锋相对的 “力的宇宙观”。③ 他断言：“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

于曲解误解 ‘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上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 ‘力’

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作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④ 战国策派另一人物何永

佶也强调倡行 “力的哲学”的现实意义，说：“惟其讲力，故具有深强意识之

政府，必奖励科学，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⑤。

出于上述认识，战国策派提出了关于国内政治的三点主张：第一，“领袖

集权”和 “行政集权”。在 “领袖集权”上，他们选择了蒋介石，把抗战建

国、澄清吏治的希望寄托在蒋氏的身上，称赞蒋为 “稀世的领袖”， “不但是

个当代规模军人，而且是个有卓识有魄力的政治家”。⑥ 在 “行政集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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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济：《力》，《战国策》１９４０年第３期。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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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强调 “政权之统一化，吏治之效率化”①，期望通过 “进一步促进 ‘行政

集权’，以便 ‘领袖集权’可充分发挥其效力”。② 第二，“军队国家化”。战国

策派提出，要 “注重国防，集全国一切的力量以向外方”，就必须要实行 “国

内之军队国家化”。他们 “认定国家为世界大政治中角逐之一员，在那无情的

角逐中，不容许我们割据自私”。他们强调，只有在实行了军队国家化的基础

上，宪政、法治等民主政治问题才有可能提上议程，“惟其军队国家化，始有

宪政可谈，始有法治可讲，军队而不国家化，则朝立宪法，而暮即可毁坏”。③

第三，政府应高度重视科学在增强国力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战国策派提出，

“科学不仅是一种 ‘机械力’，乃更是一种莫大的 ‘政治力’”。④ “惟其讲力，

故具有深强意识之政府，必奖励科学，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⑤

总之，在战国策派看来，中华民族只有放弃 “德感主义”转而提倡、奉

行 “力的哲学”，依靠这种 “力”的膨胀与冲动，方能应付 “大战国时期”的

局面。战国策派这种绝对崇尚客观物力而极端否定道德价值的思想，显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较量国力这一现实的反映，也是中国旧文化在现代世

界找不到出路的歪曲反映。把尚力与尚德绝对地对立起来无疑是一种偏见，

但它要求给民族文化加入阳刚之气，在新的环境下摆脱伦理至上、中庸和平

的传统伦理道德及其束缚，以积极上进的姿态跻身于世界竞争的行列，在观

念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２．“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观

战国策派同样高扬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旗帜，并将其作为政治道

德之最高原则而更加以绝对化的解释。他们宣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原来并不只是一种抗战期内的口号，乃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⑥ 他们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５７页。

王赣愚：《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战国》第１５期，重庆 《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１日，第一张第
四版。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５９－７６０页。

公孙震：《知与力》，《战国》第３期，重庆 《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第一张第四版。

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５９页。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战国策》１９４１年第２卷第１４期。



抗 ／ 战 ／ 时 ／ 期 ／ 史 ／ 论 ／ 选

阐释说，战国时代之战是以国作为基本的单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以 “国”之存亡为根本的目的。战国时代的国

家，就是 “一切人群结合中唯一具有 ‘作战权’的团体，有此则成国，无此

则非国”。① “在世界没有大同，国际间没有制裁以前，国家民族是生存竞争唯

一的团体”。②

根据这种 “大战国时期”国家理论以及对时代特点的分析，战国策派把

否定个体价值，提倡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原则进一步推向了极端，

从反儒家德感主义进而提出反五四精神的主张。他们强调：“大战国时代……

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 ‘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而也不容

轻易扩大而多言天下一体。”③ 在国家之内 “不能有个人硬挺挺自在自由，也

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④。出于这一认识，陈铨指责五四运动提倡

“个人主义”“理智主义”，是 “没有看清时代，在民族主义高涨之下，他们不

提倡战争意识，集体主义，感情和意志，反而提倡一些相反的理论，使中华

民族在千钧一发之际，没有急起直追，埋头苦干”，导致 “惊涛忽至，举国仓

皇”的危势。⑤ 林同济则要求必须对五四精神进行一次大转变。他阐释说：

“‘八一三’抗战展开以来，集体生命，民族安全感觉”已经成为 “思想界的

主题”。在此形势下，五四精神已经过时， “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路线转

换”，即从 “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这一 “转变”的具

体内容与大致路径是：其一，从个体 “自由”的追求转向对国家、社会的

“皈依”，即以个人的存在 “皈依于更大于我者而存在”，从而取得个体 “存在

的意义与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要个人完全放弃自由与意志，从存在上把自

己融化于他们所主张的 “至上”的国家、民族之中。其二，放弃个人 “权利”

思想而树立 “义务人生观”。即要求放弃 “人权思想”而树立 “义务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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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的需要与集体的存在为个人存在价值的 “前提”和归宿。其三，从追

求 “平等”转向追求为国家发挥自己 “特能特有的功用”。即强调人生的目的

不在于追求人权平等，而在于 “每一个人可以有他的相当机会来达到他所特

能特有的功用”，并按照 “人人得其用”，而不是 “一切皆平等”的模式，来

建构 “合理而得力的社会”。其四，从 “浪漫”的理想转向 “现实”的实行。

即一反五四时期追求理想的热望，人人作一个没有思想，只知听从驱使而行

动的机械。其五，“从理智到意志”。即改变五四的科学理性的思维及认识原

则与受规律支配的人生，提倡服从意志支配理智的人生。林同济甚至说：“有

物质无意志，根本无力；有意志无物质，还有办法。”把意志看成可以超越客

观规律，可以产生物质的力量。①

在这里，战国策派已由国家主义派一般性地轻视个性解放进而发展为根

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他们宣告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倡导的自

由、民主、平等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要求 “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路线转

换”，以便创造出一个以提倡 “民族的集体认识”为基本精神的 “第二度新文

化运动”。② 这事实上是彻底否定以科学民主、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

文化运动。

３．“唯意志论”和 “英雄崇拜”论

为进一步给 “国家至上”的 “集体认识”建构理论基础，战国策派还竭

力倡言 “唯意志论”与 “英雄崇拜”理论。他们视人类意志为历史演进的中

心，将人类的生存意志称为 “推动人类行为最伟大的力量”。陈铨说： “物质

的力量，决不是万能，人类的力量也不是万能，但是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

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全部的历史。”③ 他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除掉饥餐

渴饮穿衣生育以外，还有其他强烈的 ‘意志’。这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磨灭的

意志，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根基，就是人类一切感觉本能统一性的主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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